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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山水林田湖草”重大生态工程的影响

赵东升１，∗，郭彩赟１，２，郭义强３，刘　 磊１，２，高　 璇１，２，张家诚１，２，朱　 瑜１，２，张雪梅１，２

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陆地表层格局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１４９

３ 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３５

摘要：“山水林田湖草”重大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是中国对复杂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探索。 鉴于目前大多数重大生态工程未系

统地考虑气候变化对重大生态工程的影响问题，针对气候变化对高寒草地、北方林区以及风沙源区生态的影响，以实施了多年

的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为重点，分析了重大生态工程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解构了

重大生态工程与气候的反馈关系和影响程度，指出了中国“山水林田湖草”重大生态工程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给出

了应对建议。 结果表明：（１）气候变化对重大生态工程影响研究不足，尤其是涉及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生物多样性与脆弱

性等方面以及气候变化在工程实施效果贡献率的研究。 （２）缺乏有效区分气候变化和工程实施效果的评估方法。 目前能够定

量识别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恢复的试验和方法比较少见，且缺乏对气候变化未来风险预估，导致制订的措施不能有效适应气候

变化从而达到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所以在今后设计和实施“山水林田湖草”重大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时，要充分考虑自然规

律、地理地带性差异和气候因素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并且加强建设生态综合监测和工程评价体系，根据未来不同的气候变化情

景制订不同的措施，并依据气候动态预估来适当调整措施，使得生态工程能发挥出最大效益，以保证修复工程的系统性、区域性

和整体性。
关键词：气候变化；山水林田湖草；生态建设工程；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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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关于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通知》印发以来，“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试点工程被广泛关注，目前已经开展了诸如河北环京津、陕西黄土高原、甘肃青海祁连山、吉林长白山、
湖南湘江和洞庭湖等一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这些工程涵盖了东北森林地区、西北祁连

山地、京津水源涵养区、黄土高原地区、南方丘陵山地等重要的生态功能区。 这些区域多为生态脆弱地区，生
态系统受损严重，环境问题较为突出，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

必然要求，也是破解生态环境难题的重要举措，对于构建国家生态安全格局和维系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ＩＰＣＣ 第五次气候评估报告指出，近百年（１９０９—２０１１ 年）来，中国陆地区域增温速率高于全球平均值，达

０．９—１．５°Ｃ，最近 ５０—６０ 年全国年平均气温上升速率约为 ０．２１—０．２５°Ｃ ／ １０ａ［１］。 随着气温的上升，降水分布

不均现象更加明显，极端事件频率显著增加。 由于正在实施的重大生态工程多位于我国生态脆弱区，水土资

源配置失稳、人地矛盾突出，大多数重大生态工程在最初设计时可能未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或对气候变化的

影响估计不足，在重大生态工程实施过程中不能完全遵循自然规律，如不能基于人与自然系统的全局和长远

利益角度进行科学决策，将无法保证生态工程修复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也无法就气候变化的应对决策提出科

学的指导。 因此，开展关于气候变化对重大生态工程和生态系统恢复的影响研究显得十分紧迫。
本文针对气候变化对高寒草地、北方林区以及风沙源区生态的影响，以实施多年的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

三北防护林工程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为例，分析全球气候变化对重大生态工程的影响与反馈，并指出了工

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希望能为正在和即将实施的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提供参考价值，为
达到生态系统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目标提供理论依据，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的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科学支撑。

１　 重大生态工程区气候变化过程

中国的重大生态工程区气候变化特征如表 １ 所示。 近 ５０ 年来，各生态工程区气候变化均以增温为主要

特征，且气温倾向率均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气温（０．２２—０．２７℃ ／ １０ａ），大兴安岭天然林保护工程区气温增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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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达 ０．８８℃ ／ １０ａ，其余工程区增幅接近，在 ０．３１—０．３６℃ ／ １０ａ 之间。 各区降水变化差异较大，三江源生态保

护工程区和大兴安岭天然林保护工程区近年来年降水量不断增加，气候呈暖湿化趋势；而“三北”防护林工程

区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则呈现暖干化趋势，但二者的年平均风速明显降低，对于减弱沙尘暴灾害具有积

极作用。

表 １　 重大生态工程区气候变化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重大生态工程区
Ｍａｊ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ｒｅａ

气候变化特征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区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三江源地区近 ５０ 年来增温显著，地区平均气温倾向率为 ０．３６ ℃ ／ １０ａ，澜沧江源
区、长江源区和黄河源区年平均气温倾向率分别为 ０．３７、０．３４、０．３７ ℃ ／ １０ａ，三个
源区均为冬季增温幅度最大，其次为秋季和夏季，春季最小；年降水量变化存在
周期性规律，１９７５—２００４ 年降水量呈较少趋势，倾斜率为－９．３ ｍｍ ／ １０ａ，２００４—
２０１２ 年间，降水量逐渐增多，由前 ３０ 年的 ４７０．６ ｍｍ 增加至 ５１８．６６ ｍｍ，倾斜率
为 ６８．４４ ｍｍ ／ １０ａ，中西部长江源区降水量增加最为显著，东部黄河源区降水量
增加较少。 气候变化由 ２００４ 年以前的暖干趋势转变为之后的暖湿趋势

［２⁃５］

“三北”防护林工程区
Ｔｈｒｅｅ ｎｏｒｔｈ ｓｈｅｌｔｅｒｂｅｌ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区域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年均温由 １９６０ 年的 ６．２９ ℃上升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７．１９ ℃，增温速率为 ０．３４６ ℃ ／ １０ａ。 区域内内蒙古高原、黑龙江松嫩平原、吉林
西部平原、柴达木盆地均为显著增暖区，华北北部、山西西部、陕北、陇东、塔里
木盆地为增温低值区；年降水量呈下降趋势，由 １９６０ 年的 ３１７．６ｍｍ 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８０．８ ｍｍ，下降速率为 ３．５５４ ｍｍ ／ １０ａ。 区域内西部地区降雨量以增加为
主，而东部地区则以减少为主。 １９７０ 年以来区域年平均风速逐渐减弱，１９７０—
１９９０ 年站点平均风速 ２．６８ ｍ ／ ｓ，至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时，减弱到 ２．３７ ｍ ／ ｓ

［６⁃８］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ｓａｎｄｓｔｏｒｍ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近 ５０ 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年平均气温不断升高，增幅为 ０．３４ ℃ ／ １０ａ；年降
水量呈下降趋势，气候倾向率为－１１．９３ ｍｍ ／ １０ａ；气候呈暖干化发展趋势。 工程
区沙尘暴集中分布在春季，春季气温增幅显著，降水量在林西⁃多伦⁃张家口⁃蔚
县以西呈下降趋势，在以东地区呈上升趋势。 １９５７—２００７ 年，春季风速整体呈
波动下降趋势，１９８０—２００７ 年较 １９５７—１９７９ 年下降了 １７．３％

［９⁃１０］

２　 气候变化对重大生态工程的影响

气候变化与重大生态工程之间存在着互馈式影响。 温度升高导致的蒸发量增加、降水季节分配变化，能
引发干旱、洪涝频发、径流量季节变化规律异常等问题，给生态工程的水资源调配、环境改善、灾害防治的综合

发挥带来严峻考验［１１⁃１５］。 此外，气候变化和极端事件可能对重大生态工程区的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分布产

生影响，从而导致关键物种的丧失，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逆性，进一步加剧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从而影

响区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的发展构成新的挑战。 本研究选择了实施范围较广、区域

影响较大且对气候变化较为敏感的 ４ 个重大生态工程，总结了气候变化对其的影响。
２．１　 高寒草地重大生态工程

三江源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有“中华水塔”之称，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分布着广阔的高寒草地，
是高原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和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 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

双重影响，该地区生态系统功能持续下降，影响了源区中下游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改变这种不利情况，我国规

划实施了三江源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
１９８０ 年以来，三江源地区的气候总体上向暖湿转变。 １９８２—２０１３ 年期间，三江源植被 ＮＰＰ 呈现上升趋

势，草地生产力也表现为线性增加趋势。 暖湿的气候对三江源地区的生态景观变化具有正面效应，贡献率约

为 ８７％，人类活动（工程）的贡献率为 １３％［１６］；其中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 年间，由于生长季温度的上升，三江源地区

的植被覆盖度有所提高［１７］；气温升高使得冰川退缩和冰川融水增多，湿地和水域面积的径流量增加，导致雪

线以下草地 ＮＰＰ 的增加，以及地下水库径流调节作用的增强［１８］。 未来三江源地区的气温和降水将会持续上

升，冰川大面积消融，草地面积增加，从而挤占其他景观类型分布区域［１９］；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自工程实施以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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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源区域草地平均产草量比工程实施前 １７ 年的平均产草量提高了 ２０．３１％，从 ２００３ 年减蓄措施实施后 １０ 年

内，平均载畜压力比 １５ 年前下降了 ３６．１％，气候变化和生态保护建设工程是草地产量提高和载蓄压力减轻的

主要原因［２０］。 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三江源气候变化贡献了长江源地区年尺度植被 ＮＤＶＩ 增加的 ４１．５％，比生态保

护工程对其的影响小 １７．０％［２１］。 总体而言，自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开始以来，该地区的生态系统总体表现为

“初步遏制，局部好转 ”的态势［２２］，并且气候变化对生态保护工程起着积极正面的促进作用。
也有研究指出，１９８２—２０１３ 年之间，人类活动在 ２０１０ 年之前积极效应显著，２０１０ 年之后效应减退，所以

认为生态保护工程缺乏长期效应［２３］。 正在实施的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对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性

遏制，环境治理的速度跟不上生态恶化的速度，仍存在着诸多问题。 首先，尽管植被覆盖度和草地生产力有所

提高，但土壤保持功能没有实质性的提高，区域冰川融水和降水增多，增加了土壤侵蚀的敏感性，导致水体流

失现象严峻［２４］；草地退化的好转仅是植被长势的好转，草地面积退化趋势未能得到有效遏制，该区域草地仍

在以每年近 ８ 万亩的速度退化和沙化［２５］。 其次，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生态移民安置问题突出，该区经济基础

薄弱，产业结构单一，工程实施围栏禁牧，退牧还草等措施后，移民的长远生计面临很大问题，生态移民回流现

象严重［２６］。 最后，三江源生态体系的法规建设还不健全，生态保护的专业化队伍建设不能满足需求，并且科

技力量支撑不够［２７］。
总体而言，三江源地区整体生态状况趋于好转，一系列生态工程的实施对于恢复植被覆盖度、草地生产

力、水源涵养能力以及提升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起到了积极作用。 许多研究表明，当今三江源地区气候主要

向暖湿转变，其中气温对草地生产力和高寒草地植被覆盖起重要作用，而降水对生产力的增加起关键作用。
因此，暖湿化的气候变化趋势对工程区实施效果和生态景观变化具有正面效应。 但是区域生态系统的健康状

况远未达到理想状态，在未来必须扩大工程的实施范围，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尊重客观自然规律，
坚持生态自然修复为主，人工手段为辅的原则，充分利用气候变化的优势条件，方能实现“整体恢复，全面好

转，生态健康，功能稳定”的最终目标［２５，２７］。
２．２　 北方林区重大生态工程

为改善我国北方林区的生态环境，减少自然灾害、维护生存空间，我国政府于 １９７９ 年规划了三北防护林

体系工程。 对三北防护林工程区内的气候变化分析发现，过去几十年该区气候呈暖干化的趋势，且未来也将

延续这种趋势［２８］。 三北防护林工程的生态系统功能集中于治理沙化土地、抵御风沙侵蚀、保护农田和恢复牧

场等［８］，间接功能则包括固碳释氧［２９］、涵养水源［３０］、防风固沙［３１］等。 在气候暖干化背景下，三北防护林工程

区将面临干旱面积扩大、荒漠化程度加剧、区域植被逆向演替以及现存防护林在气候变化的干扰下衰退的风

险。 叶佳琦等研究发现，三北防护林工程区域的草地、湿地、森林生境对气候变化存在显著的响应差异，气候

暖干化对森林和湿地的植被覆盖状况有明显促进作用，草原比湿地和森林对暖干化气候的响应更为强烈［３２］

通过比较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的植被覆盖度数据，Ｔｉａｎ 发现三北防护林有效改善了内蒙古的植被恢复，在
１５．３８％的植被显著增加区域中，气候变化和生态工程建设两种因素发挥的作用各占一半，而在 １．６４％的植被

显著退化区域中，极少部分由气候变化引起，多数由人口增长、城市扩张等因素引起［３３］；通过对近 ４０ 年来中

国林业生态工程对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影响的分析表明，相对于其它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实施历史长，工程区

内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相对完整，对于净化大气环境、固碳释氧、缓冲气候变化影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３４］。 气候变化将导致工程区脉动式降水的频率和和强度发生变化，使得群落中各功能群达到生物量峰

值的时间发生改变。 气候暖干化增加了河流、湖泊的水体蒸发量，降低了水源涵养量和河流径流量，减少了水

资源的有效性，进而导致部分工程区极端气候频发，树木大面积死亡，对工程区植物群落和生态功能产生不利

影响［３５］。
受气候变化导致的年均降水量降低，干旱影响可能增强［３６］，三北防护林部分区域出现广分布、大面积、多

树种的明显衰退迹象［３７］，地方大量开采地下水造成水位下降也加剧了林分退化速度［３８］，甚至出现大面积枯

死现象，还有些区域树种长成“小老头树” ［３９］。 出现“小老头树”是因为西北大部分地区适合草灌类植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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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而三北防护林都是以乔木为主（例如杨树和云杉），乔木的生长需要大量的水分，造林会减少土壤含水量，
地下水位降低，使局部地区荒漠化更加严重［４０］。 有些地区造林并未考虑地理地带性差异，致使造林成本较

高、成活率低和维护困难，许多地方造林不见林［４１］，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生态适宜的原则；同时三北地区防

护林建设存在树种单一、造林密度偏大、多样性较低的问题，致使防护林受到病虫害感染的风险极高［４２］。 在

气候暖干化的背景下，这些不利影响可能会进一步被放大，影响三北防护林生态效益的充分发挥。
总体上，三北防护林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积极的效果，该区气候变化被认为有暖干化与暖湿化两种趋

势，暖湿化对于三北工程部分地区植被覆盖增加与固碳释氧、防风固沙、净化大气等生态功能具有正面效应。
气候的暖干化则不利于三北防护林工程，水分的减少会造成林分退化、植被死亡，进而影响植被群落、生态功

能和生态系统服务，而城市扩张、地下水开采和工程管理不善等人类因素又加剧了这一状况。
２．３　 风沙治理重大生态工程

我国北方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但由于人为活动导致的土壤风蚀加剧，土地

生产力下降，沙尘暴频发，严重威胁了当地及周边居民的生产和生活。 为减少中国北方风沙天气，改善和优化

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有效固土防沙，我国政府于 ２０００ 年启动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这是中国抗击风

沙的重要生态工程。
自工程实施已来，京津风沙源区的中部和西部县、市（旗）的植被覆盖度有不同程度的降低［４３］，该区东

部、中部和南部地区植被盖度变高、降水有所增加、风场强度相对变小［４４］。 沙化土地动态分析显示，在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沙化面积总体上先减少后增加，相比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５ 年京津风沙源区有 ５１％的

区域植被覆盖度增加，４９％区域植被覆盖度未变或降低。 覆盖度未变或降低区域主要集中在京津风沙源区的

中部和西部县、市（旗），其中降水变化是决定京津风沙源区植被生长状况重要因子［４５］。 浑善达克沙地在

１９９４—２００１ 年，沙地退化主要驱动力为气候变化和放牧强度，湿地萎缩主要受降雨变化的影响，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沙地植被逐渐恢复，这一阶段湿地的退化主要受风速增加、温度升高等自然因素和人为放牧等因素共同影

响［４６］。 近 ５０ 年来，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沙尘暴发生频次呈显著下降的趋势，风速和相对湿度的变化是影

响沙尘暴减少的最重要气象因子。 近 ３０ 年来，沙尘暴变化主要受到植被覆盖与相对湿度的影响，贡献率分别

为 ３２．７％和 ４４．５％［１０］。
在京津风沙源区，人工草地种植能最大程度的增加群落的地上生物量，快速恢复草地生产功能，但群落地

下生物量大幅下降，降低了群落总生物量，造成草地生物质碳库流失，并显著降低了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长期围封禁牧措施对草地物种多样性的抑制作用相对较小，但长期的工程干预很有可能对工程区的植物群落

物种多样性造成负面影响［４７］，在气候变化条件下，这种不利影响可能会被进一步放大。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京津

风沙源区内 ＮＤＶＩ 呈增加趋势，ＮＤＶＩ 下降区域主要集中在沙源区西南至东北条带上，干旱是 ＮＤＶＩ 下降的主

要原因。 其中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９ 年的夏季干旱造成 ＮＤＶＩ 分别减少了约 １３．０６％和 ２３．５５％，抵消了生态恢复措

施的积极效应。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一期（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净固碳量为 ６３．７５—６４．３８ Ｔｇ Ｃ，年均净固碳量为

６．３８—６．４４ Ｔｇ Ｃ［４８］。
总体来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整体生态状况趋于好转，一系列生态工程的实施对于恢复自然植被和

提升生态系统防风固沙服务起到了积极作用［４４］。 但也有研究表明，温度的升高和降水的减少对工程区植被

生长有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其中降水量起主导作用，气温为次要因素［９，４５］。 气候的暖干化会导致地表水减

少，人们开采地下水又加剧地表水的萎缩［４６］，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共同对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效果产生不

利影响。 未来需进一步保护植被多样性，避免种植需水量较多的高大乔木，以低矮植被为主，保护现有的林草

植被，顺应当地气候进行生态改良。

３　 主要问题与未来发展方向

了解气候变化对重大生态工程实施的影响及存在问题，有助于科学优化“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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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实施方案、保障工程实施效果，确保后续生态工程部署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这不仅是国家重大迫切的

需求，也将促进恢复生态学的科学实践和理论创新。 通过气候变化对三江源生态保护、三北防护林、京津风沙

源治理等工程影响研究的梳理，发现目前各项重大生态工程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３．１　 主要问题

（１）气候变化对重大生态工程的影响研究不足

综观已有气候变化与重大生态工程影响的研究发现，大部分研究聚焦于重大生态工程地区的气候因子变

化趋势［４９］、工程的生态效益［５０］、工程的气候效应等方向，小部分关注气候变化对生态工程影响的研究集中于

对区域植被覆盖度［１７］、植被生产力［２３］、土壤侵蚀［２４］、水体与径流变化［５１］ 方面，少有涉及对区域生态系统结

构、功能、生物多样性与脆弱性等方面的影响研究。 此外，已有文献中关于气候变化对多个重大生态工程影响

的研究有所偏倚，对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多，而对其他生态工程的研究则在数量与综合性

上有所欠缺。 综合来看，现有研究难以系统全面阐述气候变化对重大生态工程的影响，无法满足多系统、多工

程、多时段的关注需求。
另外，由于缺乏针对重大生态工程理论的研究方法，已有研究中多使用常规生态研究方法对工程实施地

区进行分析，而忽略了重大生态工程中人类参与的因素，和部分植被具有人工属性的特点。 相对于自然生态

系统，重大生态工程对于气候变化的响应更为敏感，因此已有研究得出的结论有可能存在偏差，面向气候变化

下重大生态工程影响研究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方法亟待完善。
（２）重大工程缺乏适应气候变化的理念

气候暖干化对于生态工程区植被产生了负面影响，而暖湿化则对植被产生了正面影响。 气候变化下热量

资源增加、光能资源充分、山区降水资源充沛的特点对生态工程具正面影响，而干旱加剧、暴雨冰雹增多、霜冻

危害加重、大风增多则具负面影响［４５］。 研究认为三北防护林工程中草场退化与树木缓慢生长甚至死亡是由

于忽视了植被的气候适应性［５２］，所有重大生态工程都需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但我国在生态保护工

程的气候可行性论证、气候变化和人为干预作用下区域生态响应与应对技术方面开展的研究工作尚不多，这
可能是由于生态工程实施时间早、时间跨度大所导致。 以三北防护林工程为例，１９７８ 年以来三北防护林工程

地区总体呈现暖干化趋势，其中防护林建设前（１９６０—１９７７）为偏冷干期，１９７８—１９９５ 年区域气温与降水逐步

升高，１９９６ 年后表现为显著暖干趋势［８］。 工程实施早期，气候变化对生态工程影响不显著，因此建设中忽视

了适应气候变化的理念，导致了建设工程后期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
（３）缺乏有效区分气候变化和工程实施效果的评估方法

生态工程下生态系统的退化与恢复的动态过程是气候变化与人为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能够定量划

分生态工程地区各类植被生产力动态驱动因子的研究仍然比较少见。 气候变化与生态工程实施同时对区域

生态系统产生作用，主要表现为相互促进、相互抵消或加速恶化。 黄麟等［８］通过分析三北防护林工程区生态

系统防风固沙服务量变化评价工程防风固沙效应，认为以风场减弱为主的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防风固沙服务

变化起到了主要作用，气候变化背景下生态工程的正面作用也十分明显。 张宝庆等［５３］ 通过监测黄土高原植

被建设成效，认为大规模植被建设措施的实施促进了该地区植被恢复，但也使研究区植被覆盖对气候等自然

因子的变化敏感度降低。 刘凤和曾永年［５４］利用 ＣＡＳＡ 改进模型估算青海高原植被 ＮＰＰ，并探讨了不同区域

生态保护工程建设的成效，结果表明，气候与不同生态保护工程的实施对区域 ＮＰＰ 时空格局及变化趋势存在

不同程度的影响。 已有研究多利用遥感图像提取植被覆盖度数据，评估的生态系统要素主要是植被面积与覆

盖度，利用生态模型或统计学方法分离气候与人类活动的影响，这些方法缺乏基础的理论指导，实践效果也可

能存在较大的偏差，这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复杂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多样性所共同决定的。 而科学区分气候变

化和生态工程的影响，对于准确评估生态工程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亟待发展气候变化和工程实施效果的评

估理论与方法，以支持“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等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实施。
（４）缺乏气候变化未来风险预估，无法进行规划适应

５８７８　 ２３ 期 　 　 　 赵东升　 等：气候变化对“山水林田湖草”重大生态工程的影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三北防护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覆盖的北方地区，大部分属于我国干旱半干旱区，受气候因子尤其

是水分因子的影响大，生态环境脆弱，为气候变化高风险区域。 针对各重大生态工程，已有一些研究对工程地

区的未来气候变化趋势进行了模拟和分析，但是对未来气候变化下生态系统脆弱性与风险的研究依然比较

少。 而各类以适应气候变化为目的的管理行动，被认为可以有效减少气候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造成的不利影

响，降低气候变化风险，提高生态系统及其物种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５５］。 由于缺乏对气候变化未来风险的分

析，难以评价未来重大生态工程中生态系统面临的风险与管理措施对生态系统恢复的绩效，无法为决策者提

供进行规划适应的理论依据。
３．２　 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自然条件复杂多样，生态脆弱区（如农牧交错带、江河源区、石漠化山区等）面积较大，生态与环境的

恶化成为一些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正在实施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主要位于我国的重要

生态功能区和生态脆弱区，而这些地区多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气候变化和极端事件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生态

环境的脆弱性，降低重大工程的实施效果。 在这些地区实施重大生态建设工程，我国仍缺乏成熟的经验可供

遵循，气候变化将使这一问题更为复杂。 针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一

些问题，本文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１）充分考虑地理地带性差异

有些地区的生态工程可能未考虑地理地带性差异，将造成局部地区生态环境更为恶化。 只有尊重地带性

差异，才能有效提高生态系统功能。 在适合森林生长区种植同时具有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混交林，加强已

有的森林管护，对密度过大的林分进行抚育复壮，合理布局生态保护工程。 在干旱半干旱区适宜灌木生长地

区种植灌木，采用斑块状的种植方式，有利于集结降水和提高降水捕获率，并且优势灌木对深层土壤水或地下

水有向上提升的作用，从而可以有效恢复土壤生境，实现其生态恢复［５６］。 另外，引水工程计划需要十分谨慎，
不适宜的调水将破坏天然植被，加重土壤次生盐碱化。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要符合自然

植被的空间分布规律，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尊重地理地带性、尊重“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宜林

则林、宜灌则灌、宜草则草的近自然恢复原则，提高生态系统功能，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２）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工程设计和实施过程中

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气候变化风险，特别是气候变化对生态系

统结构和功能，以及适宜分布区的影响，提前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如，在三江源地区，气候变化以暖湿为主，降
水量的增加在促进植被生长的同时，也造成了降雨侵蚀力的明显提高，而土壤侵蚀敏感性的提高，使得土壤水

蚀量有所增加，所以在实施工程时应该有科学的规划部署［２］；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气温升高从短期来看会显

著促进部分地区有机碳的固定，而从长期来看，气温的增加会增强土壤有机质的分解，完全抵消掉植物生长的

固碳量。 降水量的增加降低了土壤透气性、减缓了土壤有机质的分解，促进了有机碳的截获，但是过多的降水

可能会引起土壤水蚀量的增加，从而减少有机碳的积累［５７］。 所以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生态工程的规划和设

计中，制定与气候变化变化相适宜的实施办法，在实现生态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可以增加生态工程的固碳

能力。
（３）建立稳定的生态综合监测评估机制

“山水林田湖草”重大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应大力加强生态工程监测机制的建设，特别是加强气候变化

影响的监测。 因为目前的生态工程监测尚未达到天、空、地一体化综合实施，也没能够建立稳定的运行机制，
针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未被囊括在监测项目中，导致生态工程的评价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难以全面实现工程

规划之初设定的目标，难以从格局、质量、服务等方面反映生态系统变化，难以区分气候变化和生态建设工程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使得工程效果无法被合理评估。 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应
构建全面、长期、动态的生态系统监测体系，科学评估工程的效果和气候变化的贡献，这对于工程规划、调整和

实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６８７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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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构建基于气候变化的科学工程评价体系

要积极探索“山水林田湖草”重大生态工程实施效果的综合科学评价体系，把气候因素纳入到工程评价

体系当中，明确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工程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从而更好地判断工程和气候变化在生态系统恢

复中的贡献率。 发展具有特色和针对性的生态保护和建设的评价方法，科学合理地部署生态建设工程，客观

地评估工程实施所产生的生态成效，以及气候变化对生态保护工程效果的作用，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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